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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与水污染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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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2008—2017 年长江经济带 9 省 2 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脱钩-PVAR 两阶段模型对新型城
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与水污染关系的演变趋势和影响机制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水污染与新型城镇
化、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皆呈现扩张负脱钩—强脱钩的演变趋势,说明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工业化
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阶段,但最终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水污染状况改善的双重目标。 脉冲响应与
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现阶段新型城镇化的水污染治理效应并不明显,水污染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
存在着明显的负向关系,且前者对后者的解释作用较强。 分别对长江经济带的上、中、下游进行方
差分解,发现各变量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制定水污染防治政策时不可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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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在改革开放后进入加速发展
阶段,由 1978 年的 17． 92%快速上升到 2019 年末的
60． 60% 。 随着城镇的快速扩张,人口集聚和工业化
导致用水量和废污水排放量激增[1]。 2018 年国内
的用水总量相较于 2004 年增加了 8% ,而废水排放
总量却增加了 45% ,达到了惊人的 699． 7 亿 t,相当
于两条黄河的水量[2]。 中国的水资源安全面临着
严重的威胁,长江更是全国水污染的重灾区。 长江
经济带涵盖 9 省 2 市,地理面积仅占全国的
21． 4% ,却拥有全国 42． 9% 的人口和 44． 1% 的
GDP,是我国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之一。 沿岸产
业多以工业为主,分布着 40 余万家化工企业,涵盖
众多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行业,也是水环境问题
最为突出的区域。 根据长江经济带近 10 年水资源
公报数据显示,平均每年有 272 亿 t 废污水排入长
江,占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的 43． 6% 。 生活污水量
增速远远高于同期的人口增速,近 10 年水污染事故
更是占全国的 46% [3]。 这不但阻碍了长江经济带
经济活力的释放,还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与巨额的经
济损失,比大气、固体废弃物等污染造成的损失更
大[4],使得长江经济带建设变成一个“建设性”的大
破坏。
已有研究指出,传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是

造成当前水污染的重要原因[5] ,无序蔓延扩张的
城市群日益演变为污染群。 与发展模式简单粗
放、环境污染严重的传统城镇化不同,新时代的城
镇化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放在规划的首位,这种
融合生态文明理念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经济发展

方式对于水污染治理有一定的规范效应。 继 2015
年“水十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陆
续出台后,最新印发的《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
点任务》同样强调了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并提出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长江流域的水污染防治是一个关系全国经济发展

的战略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新型城镇化与产业
结构升级的水污染治理效应,需要探讨新型城镇
化、产业结构升级与水污染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
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1　 文献综述

在环境科学领域,水污染被认为是一类由有害
化学物质造成水的使用价值降低或丧失,污染环境
的现象,有关学者通常注重于对其物质构成成分与
反应机理进行分析[6]。 究其来源,水污染与流域内
人类的生活、生产活动息息相关。 农业面源污染、工
业点源污染、生活污水排放以及突发的水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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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会对水资源造成破坏。
在经济学领域,国内外较多关注对水资源利用

的研究,近年才将水污染作为水资源利用的一项非
期望产出纳入讨论范围[7]。 一些学者从城镇化[8]、
产业结构[9]、经济增长[10]、对外贸易[11]与政府监

管[12]等社会经济因素对其成因的影响进行了一些

有益的探讨,主要聚焦于水污染的估算方法[13]、影
响因素[14]、治理效率[15]与防治对策[16]等问题上,
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结论:无序扩张的传统城镇
化会造成严重的水污染[17],但不是导致水污染的直
接原因[18];城镇化与废水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根据城
镇化阶段的演变一直在动态变化[19],而要实现废水
排放量与城镇化的强脱钩,必须走新型城镇化发展
的道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20];未来城镇化演进会
继续加剧水污染,但是影响程度会不断降低[21];水
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曲线(EKC),但
“污染天堂”的假说在长江经济带地区并不成立,对
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水污染[13],并且在流域
协同治理的基础上加强政府监管是外商直接投资

(FDI)发挥积极环境效应的关键[12];不同地区的废
水排放量和产业、资源的关系具有显著的省际差异,
技术进步与提高生产效率才是实现工业废水与经济

增长脱钩的主导因素[22],因此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是改善环境状况的重要途径[23],但呈现的效果取决
于不同地区政策的实施情况[24]。
上述研究已经意识到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了目

前严峻的水污染形势,水污染已经开始阻碍经济与
社会的发展。 区别于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
心在于不以牺牲生态和环境为代价,促进经济社会
的发展。 谢秋皓等[25]通过超效率 SBM 模型构建了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生态前沿,测算的结果表明新
型城镇化促进了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但由于承接
了大量高污染产业的转移,中西部的绿色发展效率
较低。 可以看出,产业结构调整是理解城镇化进程
对水污染作用的一个核心变量[26]。 在早期城镇化
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往往意味着由农业转向高投入、
高产出、低效率、高污染的工业化;在新型城镇化发
展的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更强调的是发展低投入、
高产出、高效率、清洁化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如何实
现城镇化快速发展和环境污染状况改善的双重目标

成为新时代城镇化的重点。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作
为化解两者矛盾、实现两者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日
益受到关注。 有关文献运用脱钩理论与向量自回归
模型(VAR)探讨环境污染与经济指标的动态关系。
章恒全等[19]通过 Tapio 脱钩-STIRPAT 模型探讨了
多维度城镇化对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影响,提出了各

省(市)需要调整产业结构、保证城镇发展质量的政
策建议;史珍等[27]通过构建我国东部地区工业用水

与工业经济增长的 PVAR 模型,发现工业用水的滞
后 1 期对工业经济增长有正向显著影响;庞庆华
等[28]为分析碳排放、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多个变量
之间的影响机制,运用 VAR模型中的脉冲响应与方
差分解法进行相关分析。 受上述学者研究的启发,
总结出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对水污染

可能的影响机制,见图 1。

图 1　 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对水污染的影响机制

已有的研究成果为系统解读新型城镇化、产业
结构与水污染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视角。 然而,现
有研究通常将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水污染
割裂开来,聚焦于两两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对三
者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机理未见涉及。 随着水污染
防治的持续深入,相关政策与环境规制必然会发生
变化,从而对产业结构和城镇化发展产生影响;新型
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在相互作用下也会改变人类

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引起水污染状况的变化。 因
此,本文以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与水污染为研
究对象,尝试建立以脱钩理论和 PVAR 模型为主的
统一分析框架,以更全面的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新
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和水污染的内在联系,研究
三者间的演变趋势和影响机制,以期为长江经济带
水污染防治提供有益的思路。

2　 指标构建与研究模型

2． 1　 指标构建
2． 1． 1　 新型城镇化指数
由于新型城镇化在实现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

同时,更注重以人为本、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 因
此,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9],从人口、经
济、社会、绿色新型城镇化 4 个层面进行考虑,共选
取 14 个指标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表 1),并通过客观赋值的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
以区别于传统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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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系统层 指标层 准则层 单位 方向

新型城镇
化指数

人口新型城镇化

经济新型城镇化

社会新型城镇化

绿色新型城镇化

人口集聚 年末城镇常住人口比重 % 正

消费水平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正

人口素质 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数 人 正

经济发展 人均 GDP 元 正

投资支出 全社会实际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正

财政收入 人均地方财政税收收入 元 正

交通条件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工具数量 台 正

基础设施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m2 正

科学研发 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持比例 % 正

医疗卫生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张 正

环境保护 地方财政环境保护支出比例 % 正

绿色城建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

能源消耗 单位生产总值所耗用电量 kW·h /元 负

污染治理 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万 m3 正

　 　 a. 极差标准化。 正、负指标标准化公式:
yij = (X ij - X ijmin) / (X ijmax - X ijmin) (1)
yij = (X ijmax - X ij) / (X ijmax - X itmin) (2)

式中:yij 为极差标准化转化的标准值;X ijmin、X ijmax 分

别为系统 i指标 j的最小和最大值;X ij 为系统 i指标
j的初始值。极差标准化用于消除初始数据之间的量
纲差异。

b. 熵权法求权重。

w i =
1 - E i

n - ∑E i

(3)

其中 E j = - ln(n) -1∑
n

i = 1
pij lnpij

pij = yij ∑
n

i = 1
yij

式中:w i为各指标权重;E j为指标 j的信息熵;pij为第

i个单位指标 j的比重;n为单位的个数。
c. 加权求和计算新型城镇化指数 N:

N = 100∑
n

j = 1
X ijw j (4)

2． 1． 2　 产业结构升级系数
借鉴徐德云[26]的方法构造衡量产业结构升级

系数 R:

R = ∑
3

i = 1

yi

y i　 　 (1 ≤ R ≤3) (5)

式中:yi / y为第 i 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 R可以测定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若 R = 1 或接
近于 1,表明经济社会以农业为主,产业结构层次较
低;若该地区以工业为主,第二产业占比最大,则计
算出的 R值就会接近于 2;同理,对于第三产业也适
用,若 R = 3 或接近于 3,就表明该区域的经济服务
化倾向明显,第三产业较为发达。 该系数较为全面
地反映了地区产业发展所处的阶段。

2． 1． 3　 水污染指标
考虑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城镇的生活污水、工厂排出的工业废水是造成水污
染的主要原因。 因此,选取地区废污水排放量 P(工
业废水排放量与生活污水排放量之和)作为水污染
的代理变量。 相较于工业废水排放量,地区废污水
排放量具有全面性[30],可以较好地衡量因城镇化和
产业结构变化所引起的水污染程度。
2． 2　 研究模型
2． 2． 1　 Tapio脱钩模型
脱钩模型旨在描述一个系统内两个变量之间的

变化是否存在正向或反向的关系,被广泛运用于资
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评价的研究领域[31]。 通用
的脱钩分析模型有 OECD 模型、 Tapio 模型等。
Tapio[32]在 OECD 模型的基础上,将弹性系数引入
脱钩模型中,以经济指标下降或上升 1%时所导致
的污染增加或减少的百分比作为研究结果,可以刻
画出更为详尽的 8 种脱钩状态,如图 2 所示,具体的
脱钩状态由纵坐标 ΔA(污染变量)、横坐标 ΔB(经
济变量)与 e(A,B)三者共同决定,充分考虑了不同
数值下脱钩的状态差异。 由于 Tapio 脱钩模型能够
准确地反映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与水污染之
间的演变趋势,且弹性系数可以直观反映双方的变
化方向和变动程度[19],因此根据 Tapio 弹性脱钩理
论分别构建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与水污染之
间的脱钩模型:

e(P,N) = ΔP / P0

ΔN / N0 = (P t - P0) / P0

(Nt - N0) / N0 (6)

e(P,R) = ΔP / P0

ΔR / R0 = (P t - P0) / P0

(R t - R0) / R0 (7)

式中 e为弹性脱钩系数。
2． 2． 2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由单一维度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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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脱钩状态分解

量自回归模型(VAR)演变而来,将相关影响因素作
为内生变量,直接面向数据而不受经济理论约束,在
实际应用中一般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获得
冲击响应情况进行解释[28]。 PVAR 模型不仅可以
研究多个变量间的长期动态效应,还考虑了不可观
测的个体异质性,兼具截面与时间序列的信息,可以
作为变量脱钩关系的有效补充说明[33]。 PVAR 模
型的一般形式为

Yit = ∑
q

j = 1
W jYi,t -j + αi + γi + μit

( i = 1,2,…,M;t = 1,2,…,T) (8)
式中:Yit为第 i个省市 t 期的内生变量;q 为滞后阶
数;W j为滞后期的待估系数;αi和 γi分别为模型的个

体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μit为随机误差。
2． 3　 数据来源
以长江经济带 9 省 2 市作为研究对象,选取

2008—2017 年数据进行研究。 各指标原始数据来
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水资源公报。 其中比例
数据通过计算得出,个别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法
补齐,该部分数据比例为 0． 6% 。 为避免受到通货
膨胀的影响,将 2009—2017 年以当年价格计算的数
据修正为以 2008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

3　 实证结果分析

3． 1　 演变趋势
计算长江经济带废污水排放量、新型城镇化指

数与产业结构升级系数,见表 2。 根据指标的变化
趋势可以看出,废污水排放量在 2008—2015 年持续
上升,2015 年后才由升转降。 在这段时期,长江经
济带处于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扩张阶段,新型城镇
化水平除了在 2013—2015 年略有波动,长期来看保

持增长态势;产业结构升级系数也呈现稳步上升的
趋势,说明生产要素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逐渐流向了
高生产率的产业。 基于此,为进一步分析水污染是
否与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此消彼长的背
离状态。 通过式(8)、(9)计算出两两之间的脱钩状
态,见表 3。
表 2　 2008—2017 年长江经济带指标测度结果

年份 P /亿 t N R

2008 244． 8 0． 373 2． 280
2009 252． 7 0． 382 2． 291
2010 262． 0 0． 383 2． 292
2011 287． 3 0． 375 2． 295
2012 295． 0 0． 386 2． 300
2013 301． 1 0． 393 2． 307
2014 307． 8 0． 401 2． 314
2015 318． 9 0． 399 2． 324
2016 314． 0 0． 400 2． 334
2017 310． 3 0． 403 2． 342

表 3　 2008—2017 年长江经济带的脱钩态势

年份
脱钩状态

e(P,N) P对 N e(P,R) P对 R

2008—2009 1． 34 扩张负脱钩 6． 75 扩张负脱钩

2009—2010 14． 06 扩张负脱钩 85． 09 扩张负脱钩

2010—2011 - 4． 62 强负脱钩 74． 45 扩张负脱钩

2011—2012 0． 91 增长连结 12． 41 扩张负脱钩

2012—2013 1． 14 增长连结 6． 86 扩张负脱钩

2013—2014 1． 09 强负脱钩 7． 40 扩张负脱钩

2014—2015 - 7． 23 强负脱钩 8． 42 扩张负脱钩

2015—2016 - 6． 13 强脱钩 - 3． 28 强脱钩

2016—2017 - 1． 57 强脱钩 - 3． 47 强脱钩

对照表 3 整体来看,废污水排放量与新型城镇
化的关系呈现扩张负脱钩—增长连结—强负脱钩—
强脱钩的发展趋势。 前半场的城镇化往往伴随着工
业化发展,这个过程被称为“灰色城镇化”,通常表
现为先污染后治理,因此呈现出扩张负脱钩与增长
连结的脱钩态势。 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后,废污水排
放量增速在逐渐降低的同时,新型城镇化水平也出
现了一定的波动,呈现出非理想的强负脱钩状态,但
最终在 2015 年后成功实现了废污水排放量的强脱
钩,说明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大幅减轻了水环境的负
担。 同样,废污水排放量在 2008—2015 年与产业结
构升级呈扩张负脱钩的态势,之后也转变为强脱钩
的理想状态,表明经济增长逐渐降低了对于水污染
密集型工业的依赖性,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水
资源利用效率和治污处理工艺的提高等途径降低了

水污染。
从综合指标与脱钩态势的演变趋势可以看出,

2008—2017 年长江经济带经历了粗放扩张型 集约
环保型的发展过程,成功遏制了水污染的恶化。 同
时,产业结构也经历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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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低投入、低消耗、清洁化、高效率的演变过程。
3． 2　 影响机制
3． 2． 1　 平稳性检验
为了研究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

级和水污染三者相互影响的作用机制,进一步运用
PVAR模型分析三者间的动态关系。 首先对原始数
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方法分为 LLC 检验和 ADF
检验。 由于废污水排放量的数量级较大,为了消除
异方差的影响,对其进行自然对数处理。 之后对选
用的 3 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的结果如表 4
所示。 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P、N 和 R 都是一
阶差分后平稳。 因此对 P、N 和 R 进行一阶差分
处理。

表 4　 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
类型

LLC检验 ADF检验

统计量 Prob. 统计量 Prob.
结论

lnP (c,0) - 2． 998 81 0． 001 4 21． 601 3 0． 483 9 非平稳
ΔlnP (c,0) - 6． 531 54 0． 000 0 40． 185 2 0． 010 3 平稳
N (c,0) - 0． 788 33 0． 215 3 15． 139 3 0． 856 2 非平稳
ΔN (c,0) - 4． 439 88 0． 000 0 44． 380 3 0． 003 2 平稳
R (c,t) - 3． 115 12 0． 000 9 15． 967 3 0． 817 5 非平稳
ΔR (c,0) - 6． 456 88 0． 000 0 42． 706 5 0． 005 1 平稳

3． 2． 2　 协整检验
通过 E-G两步法对上述一阶差分后平稳的原

始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对于
同质面板协整关系与异质面板协整关系的检验,PP
统计量和 ADF 统计量均显示存在协整关系。 因此
可以认为各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表 5　 Pedroni检验协整检验结果

统计量名称 T统计量 p值

Panel v-Statistic - 0． 659 076 0． 745 1
Panel PP-Statistic - 3． 036 469 0． 001 2
Panel ADF-Statistic - 3． 837 729 0． 000 1
Group PP-Statistic - 3． 843 130 0． 000 1
Group ADF-Statistic - 3． 016 379 0． 001 3

表 6　 最优滞后阶判断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438． 196 8 NA 2． 69 × 10 - 11 - 15． 825 34 - 15． 715 85∗ - 15． 783 00∗

1 448． 556 1 19． 211 900 2． 56 × 10 - 11 - 15． 874 77 - 15． 436 80 - 15． 705 40
2 454． 138 9 9． 744 421 2． 91 × 10 - 11 - 15． 750 50 - 14． 984 07 - 15． 454 12
3 468． 125 5 22． 887 210∗ 2． 45 × 10 - 11 ∗ - 15． 931 84∗ - 14． 836 93 - 15． 508 43
4 471． 954 4 5． 847 812 3． 00 × 10 - 11 - 15． 743 80 - 14． 320 42 - 15． 193 36

3． 2． 3　 最优滞后阶判断
最优滞后阶可通过 LR、FPE以及 AIC等指标进

行判断,同时选择的滞后阶数应仍然使得模型稳定,
即特征根的倒数都在单位圆内,否则无法进行脉冲
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分析。 通过 EVIEWS 操作可知,
在滞后阶为 5 及其以上时,模型都是非稳定的,因此
模型最多为 4 阶。 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 4 来进行最

优滞后阶的判断,结果如表 6 所示。 LR、FPE 以及
AIC都选择 3 作为最优滞后阶数,依据少数服从多
数的原则,最优滞后阶数确定为 3。
3． 2． 4　 脉冲响应分析
对于 PVAR模型,主要关注其脉冲响应以及方

差分解结果。 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可以预测新型城镇
化、产业结构升级和废污水排放量 3 个变量受到冲
击变化后对包括自身的变量在未来各期中产生的影

响,能够较好地呈现出三者之间的动态冲击反应。
因此,在模型估计中分别给予 3 个变量一个标准差
的正向冲击,得到脉冲响应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3． 2． 4． 1　 P与 N之间的关系
图 3(a)展示了当外部冲击造成废污水排放量

在当期增加时,会在滞后 1 期时对新型城镇化产生
负向冲击,随后该冲击在滞后 2 期后转化为正向冲
击,并逐渐减小至零。 图 3(b)展示了当外部冲击造
成新型城镇化水平在当期提高时,会在滞后 2 期对
废污水排放量产生一个正向冲击,随后该冲击有所
调整,回落至负值,但在滞后 4 期时又转为较强的正
向冲击,之后不断衰落回归均衡状态。
根据图 3(a)(b)分析可知,新型城镇化与废污

水排放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较为复杂。 废污水排放量
在滞后 1 期对新型城镇化产生负面影响,滞后 2 期
后反而加速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而新型城镇化推
进增速的提升会在滞后 2 年左右明显提高废污水排
放量增速。 可以看出,以牺牲一时环境为代价的确
有助于短期城镇化的发展,新型城镇化也对水污染
具有一定的推进效应,这与 2008—2015 年废污水排
放量与新型城镇化水平都呈上升趋势的现实相符。
但随着地区水污染问题的日益加剧,废污水排放量
的增速逐渐开始下降,并且在 2015 年后由升转降,
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了相应的环境规

制和治理措施抑制了废污水排放量的增长,因此废
污水排放量在外界干预的这段时间得到了控制。
3． 2． 4． 2　 P与 R之间的关系
图 3(c)展示了当外部冲击造成废污水排放量

在当期增加时,会在滞后 1 期开始对产业结构升级
系数产生明显的负向冲击,并且该冲击会持续较长
时间。 图 3(d)展示了当外部冲击造成产业结构升
级系数在当期提高时,会在滞后 2 期时对废污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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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对 lnP冲击的反应 　 　 　 (b) lnP对 N冲击的反应

　 　 (c) R对 lnP冲击的反应 　 　 　 (d) lnP对 R冲击的反应

　 　 (e) R对 N冲击的反应 　 　 　 ( f) N对 R冲击的反应

图 3　 脉冲响应示意图

放量产生一个负向冲击,随后该冲击不断减弱并回
归均衡状态。
对图 3(c)(d)分析可知,产业结构升级系数与

废污水排放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向关系。 产业结
构升级系数增速的提高,意味着地区第三产业的占
比在快速提升,工业占比相对减小,整个经济对于水
污染密集型行业的依赖关系相对降低,因而该地区
的废污水排放量有所下降;而废污水排放量增速的
提高意味着地区可能仍处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主

导的过渡时期或是正处于第二产业高速发展时期,
地区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重工业的支持以带动经济

发展,这与 R均值处于(2,2． 6)区间,即各地区产业
结构特征仍以工业为主的现实相符。 同时,也可能
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部分缺少环境规制的行业一

旦尝到了用环境污染换取经济效益的甜头之后,会
加速赚取这部分污染物排放价值量,从而产生了负
的外部效应,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3． 2． 4． 3　 N与 R之间的关系
图 3(e)展示了当外部冲击造成新型城镇化水

平在当期提高时,会在滞后 1 期开始对产业结构升
级系数产生负向冲击,冲击逐渐减弱并回归至零。
图 3(f)展示了当外部冲击造成产业结构升级系数
在当期提高时,会在滞后 2 期时对城镇化产生一个
明显的负向冲击,在滞后 4 期时该冲击转化为轻微
的正向冲击,并随后减弱回归均衡。
对图 3(e) ( f)分析可知,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

化推进速度的提升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增速的

相对下降。 由于样本内各省市的产业结构升级系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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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大于 2,即产业结构都处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
主导转型的过程,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地区城镇化推
进速度的提升会使其向第三产业主导经济体推进的

速度放缓,同时第三产业主导经济体发展速度的提
高对于新型城镇化的边际贡献也在降低。 城镇化不
是一劳永逸的过程,在城镇化初期,劳动力由农村涌
入城市,生产要素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流向高生产率
的第二产业,同时还能实现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资源
互换、经济交流。 但随着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受限
于城市自身的承载力,农业人口涌入带来的边际效
用降低,城市问题逐渐突出,过度依赖重工业的发
展,反而对其他产业投入产生挤出效应,对产业结构
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也会
加强城市对于农村地区的影响力,在城镇化过程中
逐渐将城市文化、技术传递到农村地区,在当前农村
与城市已经实现相当程度一体化的情况下,尚未实
现城镇化的地区可能在地理、气候等条件上受到限
制,因而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于新型城镇化
的边际效用也在降低。
3． 2． 5　 方差分解
为了进一步描述对应变量未来时期的变动,评

估其他变量对其影响程度,通过方差分解分析其他
变量对其影响的贡献率情况,见表 7。 新型城镇化
与废污水排放量增长的波动均主要来自于自身,两
者对自身波动的贡献率均在 90%以上。 对于产业
结构升级系数的变动而言,其增速在滞后 10 期有
68． 19%来自于自身变动的情况,而 23． 71%来自于

表 7　 方差分解结果

变量 时期 dlnP dN dR

dlnP
1 100 0 0
5 93． 833 3． 775 2． 392
10 92． 699 4． 072 3． 229

dN
1 1． 270 98． 730 0
5 1． 471 96． 564 1． 966
10 1． 527 96． 490 1． 982

dR
1 3． 496 7． 055 89． 449
5 20． 880 8． 219 70． 902
10 23． 705 8． 108 68． 186

废污水排放量增速的变动,8． 11%来自于新型城镇
化的变动。
结合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的结果发现,产业结

构升级与新型城镇化对于废污水排放量的影响程度

在当期都不明显,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升高,存在滞
后效应。 产业结构升级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并未形成
良性互动关系,影响程度较低。 废污水排放量与产
业结构之间存在明显负向关系,但是废污水排放量
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解释作用更强。 究其原因,可
能是因为水污染的规模增长意味着地区的经济增长

依赖于重工业的发展,高昂的利润驱使部分水污染
密集型企业扩大再生产,加速赚取这部分污染物价
值量,导致水污染形势严峻。 而随着 2015 年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的正式发布,长江经济带作为三水共
治的试点地区,加强了流域间、城镇间水污染联防联
控的环境规制,大力推进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
结构的优化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污染状况
改善的双重目标。 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经历了水
污染形势严峻—加强水污染防治—倒逼产业升级—
舒缓水污染的发展过程。
综上所述,在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产业结

构升级与水污染三者之间存在多个双向关系,要促
进 3 个系统协调发展需要协调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表 8 为上、中、下游地区的方差分解结果。

表 8　 长江经济带分地区方差分解结果

变量 时期
上游 中游 下游

dlnP dN dR dlnP dN dR dlnP dN dR

dlnP
1 100 0 0 100 0 0 100 0 0
5 88． 002 8． 308 3． 690 80． 724 1． 593 17． 684 86． 787 4． 706 05 8． 507 116
10 87． 188 8． 279 4． 532 80． 447 1． 642 17． 911 86． 774 4． 723 833 8． 502 555

dN
1 15． 544 84． 456 0 0． 422 99． 578 0 0． 209 99． 791 0
5 12． 783 81． 564 5． 654 2． 454 95． 224 2． 322 15． 600 57 81． 429 2． 970
10 14． 199 79． 799 6． 001 2． 454 95． 222 2． 324 15． 979 76 80． 958 3． 062

dR
1 3． 185 19． 881 76． 934 0． 001 0． 264 99． 735 0． 322 17． 838 81． 840
5 28． 323 19． 844 51． 833 0． 433 8． 232 91． 335 8． 272 35． 796 55． 931
10 28． 433 20． 408 51． 158 0． 445 8． 263 91． 291 9． 016 35． 689 55． 295

对于废污水排放量来说,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型
城镇化在不同流域对于废污水排放量的影响都存在

滞后效应。 但在中下游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废
污水排放量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上游地区,在第 10
期的时候达 17． 9%和 8． 5% 。 这可能是因为长江三
角洲地区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其工业结构较为合
理;中游地区鄂、湘、皖、赣 4 省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
生产体系在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产业结构升级的
水污染治理效应对于降污减排的贡献较大。 而对于
产业结构较为落后的上游地区,客观规律决定了其
产业结构不能跨越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后工业化,
产业结构升级的水污染治理效应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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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型城镇化来说,在 1 期的时候,新型城镇
化主要受自身的影响,在滞后 10 期时大部分的变动
仍来自于自身,对自身波动的贡献比率均在 80%以
上。 产业结构升级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接近于
0,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说明产业结构升级并
未激发新型城镇化的技术外溢效应,需要促进产业
结构升级与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才能放大新型
城镇化这一新动能对于水污染治理的舒缓效应。
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来说,和中上游地区不同的

是,在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
响在 10 期会达到 35． 7% 。 究其原因,下游地区已
经具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过度追求城镇化速度反
而会阻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 在上游地
区,废污水排放量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随着时
间逐渐加强,10 期的时候影响程度约为 28． 4% ,相
对中下游地区的贡献比率较大,这可能与长江上游
地区环境本底脆弱,政府的环境规制相对较强有关。

4　 结论与建议

4． 1　 结论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例,结合 Tapio脱钩-PVAR

模型研究了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与水污染的
演变趋势与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结论:①新型城镇
化、产业结构发展与废污水排放量在经历了扩张负
脱钩—增长连结的演变过程后,在 2015 年后都实现
了强脱钩,可以说是 2014 年以来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的一个阶段性写照。 ②进一步构建 PVAR模型检
验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与水污染之间的关系,
发现新型城镇化对于水污染同时存在舒缓效应和推

进效应,总效应并不稳定,且未与产业结构升级形成
良性互动关系。 ③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结果说
明,滞后 2 期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于水污染有负向影
响,滞后 1 期、3 期的废污水排放量对产业结构升级
同样也有负向影响,且影响程度更大。 ④分流域来
看,3 个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
性。 不同流域、不同省(市)在制定水污染防治政策
时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可一概而论。
4． 2　 建议

a. 坚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统筹城乡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放大城镇化对水污染的舒缓效应,减
少发展过程中因人口集聚、工业发展产生的推进效
应。 考虑到流域内水环境安全与跨界水污染的复杂
性,健全城镇之间的水污染联防联控和生态补偿机
制,探索建立地区排污权交易制度,引入外部机制,
遏制上游排污、下游遭殃的现象。

b. 注重产城融合,发挥产城联动的治污优势。

淘汰一批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的落后产业,从源
头减少水污染;因地制宜,发挥主导产业的支撑作
用,积极推进低污染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发
展,降低产业污染水平,尤其要加强对中上游地区绿
色产业的政策扶持,促进水污染防治与产业结构升
级的良性互动。

c. 根据各地区城镇化、产业化发展阶段的异质
性,有的放矢地制定有针对性的水污染防治政策。
对于上海、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应以降低废污水
排放量为主线,执行严格的排污标准,严格监管污染
源排放,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防止产业结构形态
虚高;对于中上游等相对落后地区,应在控制排放量
增长的基础上,集中治理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提高
污水处理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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